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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对官员的犯奸行为皆予以打击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唐律之“监主于监守内奸”及“监临娶
所监临女为妾”条详细阐述了监临官犯奸的情形，并从一般规范与刑事特别处分两个方面进行规制。总体而言，唐
代惩治官吏奸罪的法律在实践中基本上得到严格执行。古人对于“性腐败”入刑的理论思考及制度设计具有深刻
的法制与社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官吏的性腐败行为，进一步完善了唐代法律规范体系，为现今性腐败立法
提供了一个较完美的“工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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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为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正如《孟子·告
子》所言:“食、色，性也。”［1］但人类社会的性行为必
须受到道德、法律等社会规范的合理规制。相对于
普通民众而言，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府官员的不当性
行为若不受法律的强力约束，对于国家、社会与人民
都将贻害无穷。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对传统中国之
官吏性犯罪与反腐败问题进行分析，能为当代刑法
打击公职人员性犯罪、保障民众的根本利益与维护
国家政权的廉洁性提供有力的镜鉴。
一、唐以前官吏奸罪之嬗变
“奸罪”实为性行为犯罪，传统中国之可考律令
都有关于男女非法交合之规制条款。例《唐律·杂
律》有如下条文:“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两
年。部曲、杂户、官户奸良人者，各加一等。”［2］530但
需注意的是，秦汉律及唐律中也有部分条文将“奸”
字定义为非法或罪恶的行径，例如诈伪、劫掠等。秦
《法律答问》中有“啬夫不以官为事，以奸为事”的说
法;《唐律·卫禁》亦载:“诸缘边城戍，有外奸内入，
(谓非众成师旅者)内奸外出，而候望者不觉，徒一
年半;主司，徒一年”［2］194。显然这里的“奸”并非指
男女奸淫问题，这与后世所通识之“奸罪”并不相
符。溯源“奸”字之意涵，据《释名·言语》载:“姦，
奸也，言奸正法也”;《集韵·删韵》云:“奸，犯淫
也”;《说文解字》:“私逸也，通作淫”;《尔雅·释
言》:“逸，过也”;《广雅·释言》:“逸，失也”［3］。据
段玉裁解释，古语中“奸”与“姦”字本意不同，“奸”
是指“放逸”，即放纵之失;从《释名·言语》可以看
出，“姦”字本身表示的是“违法”“罪恶”之意，实际
是名词，换句话说，凡违反一定社会秩序之行为皆可
谓“姦”。当然，无论是“奸”还是“姦”，其本质上都
是非法行为，因此两字的含义也逐渐趋同。实际上，
现在汉语中“内奸”“奸诈”等词显然与性犯罪无涉，
因此研究性犯罪问题，还须对“奸”字做限缩性解
释，明确其为男女间不正当性行为。
按照冨谷至先生的观点，秦汉时期的法律对于
男女间性行为的规制限于四种:强奸已婚妇女或与
之和奸，居父母丧时犯奸，近亲之间的性交，庶人与
奴婢或主、奴之间的性交。［4］汉律并未将未婚者的
通奸行为视为奸罪。汉以后随着法律儒家化进程的
逐步推进，人们对于涉奸犯罪的看法与观念才发生
了变化，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对男女越界交
合的容忍度愈来愈低。但囿于成文法典的散佚，对
于掌握国家政权的官吏群体违犯“奸淫”条文该当
如何处置，其与常人犯之入罪、处刑有何差异，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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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历代史料中尚无法清晰辨明，故有必要将研究
视角投至中华法系的精华———唐律。《唐律疏议·
杂律》明确区分了不同的犯罪主体、犯罪行为、犯罪
情节乃至共同犯罪等构成性要件，以及免责条件等
违法阻却事由，也规定了各主体违犯奸罪的处罚细
则。因此对于官吏奸罪问题便藉由下文进行探究。
二、唐代官吏犯奸之罪与罚
(一)犯奸之罪
1．监守内奸罪
本罪之刑名及法律后果自唐时乃见诸史料，唐
律中规定:“诸监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者，谓犯良
人，加奸罪一等……妇女以凡奸论。”［2］534
(1)犯罪主体:本条罪名中的犯罪主体为“监
临”“主守”者，那么何为“监临”“主守”?对此，《唐
律疏议·卫禁》明确论述:“诸称‘监临’者，统摄案
验为监临。”其疏议曰:“统摄者，谓内外诸司长官统
摄所部者。案验，谓诸司判官判断其事者是
也。”［2］150谓“统摄”者，乃一部内总管组织、人事之
政务官，如掌中央六部之尚书或地方州刺史、县令
等，亦可谓“官吏”词中之“官”;称“案验”者，乃主
管某事之事务官，如尚书省侍郎、郎中等;县之县丞、
主簿等，亦可谓“官吏”词中之“吏”。此外，“谓州、
县、镇戍折冲府判官以上，统为监临。”［2］150无论是
“统摄”还是“案验”皆为一定人群之监临官。同时，
律文载明“临时监主”违犯本罪则视同“监临之官”。
此处“临时监主”是对特定的行政事务与特定人群
进行管理的人员。何为“主守”，疏议曰:“主守，谓
行案典吏，专主掌其事及守当仓库、狱囚、杂物之类。
虽职非统典者，谓非管摄之司，临时被遣监主者，亦
是。”［2］151 － 152换言之，主守即亲自主掌其事之典吏。
该级别的官吏在唐代的行政体系中已享有一定的职
官权力，可以便捷地利用职权徇私枉法，因此唐律将
此类监临官纳入规制范围。
(2)犯罪客观方面:本罪的犯罪对象为“良人”，
即监临官统辖范围内的良家百姓。若监临主守者在
任职期间奸部民便成立本罪。由此也可以看出，若
官吏与部民和奸或强奸行为发生在其任职期间外，
虽然已构成奸罪，但可不加奸罪一等，以示内外有
别，为量刑提供依据。
2．监临娶所监临女为妾罪
在婚姻的合法性层面上，唐代特别规定:“诸州
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
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官于所统属官亦
同。其订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
愿者，并不在禁限。”［5］律曰:“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
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女
家不坐。”其疏议曰:“‘监临之官’，谓职当临统、案
验者，娶所部人女为妾者，杖一百。为妾属娶者，亦
合杖一百。亲属，调本服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
姻之家。既是监临之官为娶，亲属不坐。若亲属与
监临官同情强娶，或恐喝娶者，即以本律首从科之，
皆以监临为首，娶者为从。‘其在官非监临者’，谓
在所部任官而职非统摄案验，而娶所部之女及与亲
戚娶之，各减监临官一等。女家，并不合坐。其职非
统摄，临时监主而娶者亦同。仍各离之。”［2］289本条
文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1)犯罪主体:本罪的犯罪主体一为“监临之
官”，如前文所述，即为“监临”“主守”者。一为“在
官非监临者”。区分“监临之官”与“在官非监临者”
的主要意义在于量刑，而不在于确认犯罪是否成立。
但本罪的一大特点便是增加了针对“为亲属娶者”
的规定，因此需要对“亲属”之范围进行界定。唐律
中之“亲属”概念显然来源于魏晋律中之“准五服以
制罪”条，尤其是西晋《泰始律》中之“峻礼教之防，
准五服以制罪也”［6］，根据“五服”概念推知，亲属指
缌麻以上亲和大功以上姻亲之家。于本律，亲属指
斩衰、期、大功、小功、缌麻五服之内亲;斩衰、期、大
功三服内亲结亲的婚姻之家与外祖父等外亲。由此
可以看出，唐律本罪所划定的犯罪主体范围十分广
泛，从监临官本人到其斩衰、期、大功、小功、缌麻五
服之内亲，牵连甚广。除此之外，本罪的行为主体还
涵盖了“行求者”、主婚者、媒人等关系人。
(2)犯罪客观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唐律针对监
临官娶部民女为妾设置了不同的犯罪形态。首先，
从法律文本上看，“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妇为妾”可
根据字面解释为一般语义下的“娶”。该情形中双
方相互达成合意，与“和奸”有类似之处。随后疏议
进一步阐述:若监临官及其亲属强娶或恐吓，则“以
本律首从科之”，说明此时监临官对于女性施加了
暴力或恐吓行为，因此女性对于与监临官之间的男
女关系已无法选择，监临官实施该行为则视为“强
奸”。其次本律还有文:“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
奸论加二等”，即区分“枉法”与“不枉法”，主要意义
也在于量刑。此外，唐律对于官吏娶部属妻、妾及女
者，仅要求官吏以“枉法”为目的便构成本罪，而不
考察官吏是否确实进行了枉法裁判。
(二)犯奸之罚
1．监守内奸罪
疏议曰:“监临主守之人，于所监守内奸良人，
加凡奸一等……若奸无夫妇女，徒二年;奸有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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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徒二年半。”［2］534而凡奸的量刑规定为:“诸奸
者，徒一年半;……强者，各加一等，折伤者，各加斗
折伤罪一等。”［2］530 － 531综上，监临主守于内和奸所监
临女徒二年，若强奸更加一等，徒二年半。令人惊讶
的是，《唐律疏议·名例》中有如下规定:“其杂犯死
罪，谓非上文十恶、故杀人、反逆缘坐、监守内奸、盗、
略人、受财枉法中死罪者。”［2］54可见，官吏犯监守内
奸之罪最高可判处死刑，当然此针对的必是强奸情
形而非和奸，但足以证明唐律对本罪的量刑之重。
唐律对于官吏犯奸行为的规制远不止于此。自
汉末魏晋以来，随着大儒阶层逐步掌握政权，传统形
式法律观向实质法律观再向新形式法律观的转型，
士大夫群体的政治地位在此过程中有了极大提高。
有学者指出:“六朝贵族的自立性很强，并不依附于
王朝权力，这一倾向可以说十分浓厚，难以否
定。”［7］唐律将议、请、减、赎当作为法律适用的重要
规则，享有应请、应减特权的官吏，犯罪多可减一等
处理，然而犯监守内奸者不得减等。“流罪以下，减
一等。其犯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不用此
律”［2］38;对于涉案妇女而言，律条亦作相应调整:
“妇女以凡奸论”［2］534，即比照奸罪“和奸无妇女罪
名”条中“强者，妇女不坐”［2］533论。官吏若对妇女
实施“强奸”，则妇女无疑是被害人，对预防犯罪结
果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自然不应受到惩罚;但若官吏
对妇女“和奸”，说明此时妇女对于官吏的犯奸行为
也提供了物质或心理上的推动力，因此可谓奸罪
“共犯”，这时妇女是要受到惩罚的。
2．监临娶所监临女为妾罪
违犯该罪所适用的规范如下:“诸监临之官娶
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
其在官非监临者，减一等。女家不坐。其疏议曰:
‘监临之官’，谓职当临统、案验者，娶所部人女为妾
者，杖一百。为妾属娶者，亦合杖一百。”［2］289根据法
条，该罪之打击范围还包括监临官之缌麻以上亲和
大功以上姻亲之家，与现行刑法之“利用影响力受
贿罪”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本条罪状系为预防监
临官因收受性贿赂而枉法擅权而设，就渎职行为而
言重在事前预防。故对官吏之量刑较监守内奸为
轻，对女方家长也无处罚。
本罪还对“行求者”、主婚者、媒人等明确了量
刑规则，律曰:“行求者，各减二等”。这是在“枉法
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的基础上减二
等处刑。同时，对涉案妇女的规定往往是免于处罚，
即便为“和”娶，“妻妾及女理不自由，故并不
坐”［2］289 － 290，但此时的犯罪结果已经发生，虽然是否
追究妇女的刑事责任有待考察，但对于已经造成的
危害结果必须予以矫正，即男女各“离之”。
从涉案妇女角度而言，这样的法条亦可谓“衡
平”，若官吏采取“强”的手段，不论其违法行为涉及
的是“娶”或“奸”，妇女皆“不坐”。而若是“和奸”
行为，对于同案妇女要追究刑事责任;但若是“和
娶”，则女方可免予处罚，只惩治主婚者、媒人等。
由此观之，唐律对于监临官员的性腐败行为规
定细密、处罚颇重，而对妇女实行惩免也充分体现了
唐代立法技术的高超。
三、唐代惩处官吏奸罪的法制实践考察
(一)赵孝信监守内奸案
“赵孝信妻张，有安昌郡君告身。其夫犯奸除
名，主爵追妻告身。张云:‘夫主行奸，元不知委，不
服夺告身事。……且赵孝信身任折卫，爵班通贵，朝
仪国范，顺亦应知。自可志励冰霜，心齐水镜。岂得
监临之内，恣彼奔。无存秉烛之仁，独守抱梁之信，
贞清莫着，秽浊斯彰，败俗伤风，此而尤甚。但奸源
已露，罪合除名，除名官爵悉除，资荫理从斯
尽。’”［8］本例中赵孝信犯监守内奸之罪，按律当“除
名”，即削夺其全部官职与爵位。由于赵孝信已然
成为白丁，其妻张氏的郡君告身乃受荫而来，因此其
资格也应被剥夺，夫妻二人的所有告身均被追毁。
(二)郡守求娶部内之女案
“得甲为郡守，部下渔色。御史将责之。辞云:
‘未授官已前纳采。’”判词如下:“诸侯不下，用戒淫
风;君子好求，未乖婚义。甲既荣为郡，且念宜家，礼
未及于结褵，责已加于执宪。求娶于本部之内，虽处
嫌疑;定婚于授官之前，未为纵欲。况礼先纳采，足
明嬿娩之求;聘则为妻，殊非强暴之政。宜听隼旟之
诉，难科渔色之辜。”［9］本例引自唐白居易之《百道
判》集，材料所称某郡守因涉嫌于其任职期间求娶
部内之女而遭御史弹劾。因为该郡守虽在其任职区
域内娶妻，然而其娶妻的事实发生在任职之前，故该
郡守渔色之举“难科渔色之辜”。
以上两例涉及唐代官吏监守内奸、求娶部内之
女两项罪名，前者为以敦煌出土文献为代表的唐代
判例集，该类出土文献中对官吏奸罪的记载比较明
确，案件事实、法律适用及分析基本得到完整的呈
现。后者虽非出于实际史料，但在社会生活中亦必
然有所反映。限于篇幅，各类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
官吏犯奸罪之案件无法一一列明，但涉及官吏奸罪
的“文本中的法律”和“行动中的法律”相差不大。
四、唐代规制官员奸罪体现的时代特征
(一)明法治吏色彩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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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官吏队伍质量的高低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治理效果的好坏。所谓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便深刻阐释了吏治对于政
权稳定的直接作用。至圣先师孔子曾对向其问政的
季康子答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
正?”［10］法家思想家韩非子亦认为:“闻有吏虽乱而
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
不治民。”［11］权色交易引发臣僚奸邪，而吏治腐败必
祸及万民，进而易导致下层民众走上暴力反抗专制
政权的道路。及至唐代，随着大一统国家体系的建
立与社会经济的稳定，唐王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逐
步成型并走向成熟，目睹隋朝统治因吏治腐败而崩
溃的唐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治者，君也;求所以
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济之民，吏也。故吏良，则法
平政成;不良，则王道驰而败矣”［12］。通过法制手段
强化吏治，通过吏治清明以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专制
君主的统治效能便成为当时主导的立法理念与司法
原则。因以唐太宗为代表的盛唐统治者大力整饬吏
治、激浊扬清，于是“官吏多自清谨”。
(二)纳礼入律的政制观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礼
教思想逐步成为历代王朝正统的治国理念与立法的
指导思想。特别是汉末以来，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
力量得到了极大加强。［13］而儒家法律观的本质即是
礼法观，法律儒家化在很大意义上也就是引礼入法，
因此在魏晋至隋唐的立法活动中掀起的引礼入律新
高潮便不难理解。法律儒家化自两汉时起步，经魏
晋南北朝诸如“准五服以制罪”“八议”“官当”等制
度得到强化，到唐代最终完成“出礼入刑”，儒法结
合。《唐律疏议》卷首中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
为政教之用。”此处的“德礼”指的是儒家伦理道德
规范，即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名教观念与道德准则。
“儒家的纲常名教与伦理道德渗透到《唐律》条文中
甚至洋溢在疏议的字里行间，使整部《唐律》及疏议
弥漫着宗法伦理色彩。”［14］唐代立法者严格约束官
员的性犯罪行为，除了要求官吏遵纪守法外，很大程
度上是出于儒家伦理道德，特别是圣人对于家庭伦
理的要求。《唐律》对于官员犯奸行为的定罪、量刑
皆比照纲常名教犯罪，而非常规的职务犯罪条文，便
深刻说明《唐律》“一准乎礼”的形式特征。
五、唐律惩治官吏犯奸行为的价值分析
(一)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官吏的性腐败行为
在吸收秦、汉、魏、晋等中原王朝及部分游牧民
族政权法律的基础上，唐律体系化地规范了官吏并
加大了对官吏奸罪的打击力度，对于官吏借用手中
权力对妇女实行犯罪进行严厉打击，并根据犯罪情
节、对象、后果等给予科学的惩处。这一规定对监临
官吏的言行起到很大的约束，众所周知，监临官吏对
于其部内之人事掌握着政治、经济等各项特权，无论
是打击监守内奸还是禁止官吏娶部内之女，都能有
力地防止监临官员因贪图女色而滥用职权、因人设
法、损害政府的廉洁性与制度的严肃性。官吏的腐
败与滥用职权行为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对于
社会风气的净化极有好处，在传统中国漫长的人治
时代中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从社会发展角度而
言，唐律重惩官吏犯奸行为，也弘扬了“明法治吏”
“存百姓”等古圣先贤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之理念，使
民众得享宽闲，对于饱受监临官吏欺压的下层民众
而言，即使不说安居乐业，至少也能享受一定的承平
之治，这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缓和阶级矛盾起到
了积极作用。
(二)进一步完善了唐代法律规范体系
随着唐王朝的发展步入正轨及相关案件的爆
发，为满足高层统治者加强对官吏的控制、维稳的需
要，加大对官吏及其他特殊主体犯奸的打击力度势
在必行。这就需要立法者通盘考虑不同的性犯罪情
形，有针对性地制定惩处措施，例如根据犯罪的主
体、动机、情节、后果、主观恶性大小等情形来给予犯
罪者相应的处罚，实现对各特殊主体涉奸犯罪的
“精确打击”，有针对性地惩处各级官员的犯奸行
为，真正实现预防职务犯罪的价值取向与保障妇女
的性权益并进而消弭人民群众对于帝制反抗的有机
统一。为此，以长孙无忌为首的“立法委员会”针对
奸罪问题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法规，进一步完善了唐
代刑法规范，推动了唐代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也有
利于建立良好的统治秩序和统治环境，促进治吏的
规范化和科学化，对后世相关法律规范的制定产生
了极大的借鉴意义。历史已然证明，传统中国法于
唐以后之宋、明、清，历千载之演进，然于官吏奸罪之
科条可谓一脉相承，这也充分展现了“性腐败”入刑
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总之，以唐律为代表的传统中
国法对官吏犯奸科条完备，意即“完”;量刑适中，可
称“善”。以此观之，中国古代立法对惩治性腐败的
规定、制度呈现出体系完善之特点。而此种种，皆为
现今性腐败立法提供了一个较完美的“工作规则”。
六、结语———“以法止过”优于“口诛笔伐”
唐律对于官吏性腐败的罪与罚，远比当代中国
刑法针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行为的调整范围
大得多。当前，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官员的腐败方式已经发生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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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化，案件当事人“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
的字眼屡见报端。相较于传统的权钱交易，性腐败
往往为人所忽视，事实上，所谓“贪污”，既有牟利之
义亦有牟色之义。古往今来，贪色者必贪财以供养
美色，两者恶性循环，密不可分。因此，凡惩治腐败
者，防色之贪尤为重要，对官员的性腐败行为严加防
范、防微杜渐，正是预防与惩治腐败的关键。
总之，唐律对于官员性犯罪行为的规制，无论是
调整范围还是行为结构，抑或是法律后果，都有“以
史为鉴可知兴替”的学术与现实价值。靡不有初，
鲜克有终，在法治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不仅要积极
探索和创新，更要对过往经验进行总结思考。这正
是当代中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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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llicit Sexual Crimes Committed by Officials in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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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Law，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0，China)
Abstract:It has been a long history to fight the illicit sexual crimes committed by officials from ancient China． The
two laws“illicit sexual crimes in supervision”and“official marry woman in the area within his jurisdiction”in
Tang Code elaborate the illicit sexual crimes committed by officials，and the two regulations from the general stand-
ard and special criminal punishment． In general，the law of punishing officials in Tang Dynasty has been strictly
enforced in practice． The ancients have profound legal and social value for theory and design of the system of sexual
corruption into criminal law，which，to a certain extent，restricts the sexual corruption of officials，improves the le-
gal system of Tang Dynasty，and provides a more perfect“working rule”for the legislation of the current sexual cor-
ruption．
Key words:Tang Code;illicit sexual crimes in supervision;official marry woman in the area within his juris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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